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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空之维再思小津家庭伦理电影的诗学
濮　 波　 华晓红

摘　 要： “时间和空间” 组成了电影叙事或者表意的重要部分， 从俄国形式主义美学、 法国结构主义

美学， 到符号学和叙事学， 时空组合在电影叙事中的意义均被强调。 时空的维度， 也组成了从普多夫金、
爱森斯坦、 诺埃尔·伯奇、 克里斯蒂安·麦茨到德勒兹的电影美学关切重点。 文章对日本电影导演、 编剧

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美学的分析， 除了可以对其场面调度等现实主义风格进行展开之外， 其时空维度上的个

性化， 也可以重新发掘。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 从小津电影的时空方式进入到其与文化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剧

情符码而非情节符码的研究领域， 可以还原一个美学意义上的有个性的小津， 而非一个神秘的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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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津安二郎 （１９０３—１９６３） 一生都在拍摄家庭情节剧， 他的电影的剧情看似简单， 缺少事件， 《晚
春》 （１９４９） 这部电影讲述了父亲和待嫁女儿的故事， 《东京物语》 （１９５３） 讲述了一次带有异乡化情

节的旅程［１］ ， 从 《户田家的兄妹》 （１９４１） 含义曲折， 充满了暧昧的意味。 在这些电影中， 小津变身为

一个沉思者， 盘踞在离家庭不远的一个匿名的空间里 （在 《东京物语》 中是俯瞰主人公周吉家乡尾

道）， 对现代日本家庭 （也可以延伸至所有人类家庭原型） 进行反思、 剖析和质问。
今天人们谈论小津， 除了对他影片的巴赞式现实主义意蕴或大卫·波德维尔 （Ｄａｖｉｄ Ｂｏｒｄｗｅｌｌ） 、 克

里斯汀·汤普森 （Ｋｒｉｓｔｉｎ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在合著的 《世界电影史 （第二版） 》 中称赞其和沟口健二的影片

是具有场面调度魔力的典范［２］ ， 以及他影片里适合榻榻米环境的摄影机低角度仰拍、 消解演技的拟态

表演、 无技巧的零度剪辑、 固定机位的稳定构图、 统一姿态的 “执礼” 人像、 反映普通人庸常生活的

永恒主题、 遵守相似性和差异性逻辑而非严格的空间连续性的转场段落［２］（５１１） （上述符号均成为小津的

标签） 进行回顾之外， 重新界定小津在电影语言开拓上的这种显赫地位 （也是电影史上显著的作者神

话之一） 之外， 似乎还有更多的叙事学、 符号学、 诗学方面的意义。 为此， 笔者打算 “曲径通幽”， 从

结构主义和电影中间层面诗学研究的角度， 对小津电影中的镜头、 场景和段落表意 （语法和语义） 的

诗学开创和传承进行谱系性的定位， 重新考量其电影影像中的东方诗意。

一、 简史： 绘制电影时空表意图谱

将小津安二郎的家庭伦理电影诗学置于电影时空表意的结构主义语意诗学理论史中予以考察， 并

不是笔者空穴来风， 而是源于一种俄国形式主义到法国结构主义的理论路径的启示。 从亚里士多德开

始， 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家在分析文学作品时都以不同的方式强调结构的重要性， 因此当电影这种高

度形式感的艺术诞生之后， 从普多夫金、 爱森斯坦、 诺埃尔·伯奇、 麦茨到德勒兹等理论家和美学家

均对电影的表意结构进行了重点关注。 大卫·波德维尔和克里斯汀·汤普森在合著的 《世界电影史

基金项目： 本文系 ２０２０ 年教育部一般人文社科项目 “中外家庭情节片的类型和符码研究” （２０ＹＪＡ７６００６１） 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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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 中也认为， 电影诞生之初到有声电影出现， 曾经是形式主义理论 （诸如爱森斯坦的蒙太奇

论） 主导创作实践的年代。 而有声电影借助其越来越清晰的胶片和越来越细腻的技术手段， 把观众的

审美拉回到现实主义的层面。 以安德烈·巴赞为首的写实主义电影理论派由此诞生。 与此同时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 被称为结构主义的大范围的知识运动在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 Ｃｌａｕｄｅ
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 的倡导下创立了。 结构主义认为， 人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语言有同样的样式， 其核心

理念为： 意识及其所有产物———神话、 仪式和社会机构———不仅可以在个体的思想， 而且也可以在集体

的 “结构”， 表现于语言或其他文化系统之中有迹可循。 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电影研究， 到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 电影学者把注意力从文本分析和精神分析等领域， 转向了风格与结构， 建立起分类

学、 谱系学。［２］（７８８－７８９）

　 　 最早对电影镜头之间组接形式进行稍为深入的实践和探索的人， 包括苏联电影实验者普多夫金和

爱森斯坦等人。 前者确定了电影剪辑的五个原则： 对比、 平行、 象征、 交叉剪辑和主题。 后者， 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４０ 年代的蒙太奇论著中发明了长度蒙太奇、 理性蒙太奇、 节奏蒙太奇、 调性蒙太奇、 泛

音蒙太奇等。 而这种美学思想与俄国形式主义的美学传统有着密切关系①， 其基本概念就是材料、 间离

效果、 叙事形态、 人物功能等。
而诞生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电影符号学， 某种程度上也属于结构主义的思想。 克里斯蒂安·麦茨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ａｔｚ） 在 《电影表意泛论》 （法文版， １９６８ 年） 中提出的的 “八大组合段” （也可以译作

“八类语意段” ）， 首次从符号学的角度， 归纳了电影叙事表意的最小单位 （镜头） 到整个段落之间产

生的八种可能性———这种思维就是结构主义式的； 无独有偶， 在几乎同时出版的美国电影理论家诺埃

尔·伯奇之著作 《电影实践理论》 （英文版， 初版于 １９６９ 年） 中， 首次从分镜头的角度， 梳理了电影

镜头组价的 ５ 种时间样式： 绝对连接、 确定的间隙和省略、 不确定的省略、 确定的时间倒退 （包括闪

回）、 不确定的时间倒退。 与空间的 ３ 种关系 （空间连贯性、 空间不连贯性、 彻底的不连贯性）。［３］ 两者

组合， 可生成 １５ 种时空关系。 笔者将上述电影实践者和理论家的研究成果称为结构主义或者符号学背

景下的对电影语意段的图谱编制工作 （类似于生物学上的基因编辑）。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后的电影研究， 重点从符号学或者结构主义转向了更为激进

的包含肤色、 阶层、 种族等批评的后殖民主义以及追求性别平等的性别批评， 以及更为民主的接受美

学批评。 在全球化比较视野的流行浪潮中， 诺埃尔·伯奇和克里斯蒂安·麦茨的镜头组接诗学就此搁

浅， 自此再无代表性的学者做出为学界公认的探索。
毋庸置疑， 这种对电影镜头组接 （蒙太奇） 表意图谱的漠视， 某种程度上， 与当代电影叙事语境

的以下话语转型有着深切的勾连。 原因之一是， 当代电影研究也是观众的话语权得到前所未有确立的

时代， 学者对于叙事话语和语言的多样化， 探索得已经非常深刻， 为此，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诺埃尔·
伯奇 （Ｎｏｅｌ Ｂｕｒｃｈ） 眼里比较重要的时间镜头组接的 ５ 种时间样式， 已经不再成为让观众认知所激荡和

深切关注的东西。 换句话说， 按照法国电影美学家雅克·奥蒙 （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Ａｕｍｏｎｔ） 等大学教授合编的

《现代电影美学》 这样的教材启示， 电影的结构美学， 涉及镜头与镜头之间的组接产生的意义矩阵， 其

中涉及纵向、 横向再加上速度、 频率和矢量等因素的组合， 其产生的意义丰富性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

能相提并论的。 另一方面， 观众的意义认知也在不断长进， 原因是科技水平和文化普及程度的提高。
在 ２０ 世纪后半叶到 ２１ 世纪， 随着宽银幕的普及以及多媒体时代的来临， 观众的视听性认知和体验比以

往时代都要便捷， 理解影像和视觉艺术作品的表意之复杂性这项工作， 已经不再需要伯奇的 １５ 种时空

１５

① 发轫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对民间故事、 诗歌语言的兴趣， 后扩展至一种美学学派， 代表性文本包括俄国普洛普的 《俄国

民间故事形态》 以及雅各布逊等学者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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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之理论来获得。 在人人都是影像作者的数码时代， 伯奇的理论就这样过时了 （因此今天在前沿的

电影理论领域已不再谈起他们所代表的这种思维）。 另外， 正如麦茨自感江郎才尽的道理一样， 八大组

合段理论 （诞生于 １９６８ 年） 曾经企图穷尽电影的镜头—场景—段落之间的所有意义， 但事与愿违， 麦

茨的八种组合意义也不能完全包揽电影镜头到段落的表意。 原因正是麦茨的这个组合段划分 （其分析

了五种镜头形式、 两种场景形式和一种段落形式） 因关注了镜头之间的组合可能， 而忽视了场景和段

落形式与内容之间同样蕴含着多元关系。［４］

电影镜头组接 （蒙太奇） 表意图谱在今天被漠视的原因之二， 则是当代电影研究已经日臻成熟，
宏大叙事研究、 中间层面研究和微观案例研究各有所长， 并行不悖。 其中， １９９６ 年， 大卫·波德维尔

在和诺埃尔·卡罗尔 （Ｎｏëｌ Ｃａｒｏｌｌ） 合编的 《后理论·重建研究》 一书中也阐明了自己的电影诗学观，
那就是迥异于主体定位理论与文化主义建构的宏大理论的中间层面 （ｍｉｄｄｌｅ－ｌｅｖｅｌ） 的研究。 中间层面

的研究所确立的最主要的领域， 是对电影制作者、 类型和民族电影进行经验主义的研究。［５］ 这种务实的

研究， 在效能上比起抽象的结构主义镜头、 场面等组接表意分析， 更能获得共鸣和认同。
历史上， 美国史学家托马斯·沙兹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ｃｈａｔｚ） 的著名文本 《旧好莱坞·新好莱坞： 仪式、 艺

术与工业》 在接通经典诗学和当代社会文化政治语境的基础上， 对经典好莱坞八个类型 （西部片、 黑

帮、 黑色侦破片、 战争片、 科幻片、 歌舞片、 癫疯喜剧片、 家庭情节剧） 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沙

兹的影响力因此也丝毫不逊色于与麦茨同一个时代的彼得·伍伦、 乌伯托·艾柯、 比尔·尼柯斯等结

构主义学者。

二、 小津电影中的中间层面的诗学

同样， 用中间层面的诗学管窥小津的电影 “风格和形式”， 也符合将小津电影置于非好莱坞电影作

者风格谱系中， 从而更有可能对其进行一种美学还原。 自从类型和作者论研究成为一种流行的分析方

法， 或者从大卫·波德维尔提出中间层面的诗学分析这个概念起， 对小津的作者风格进行文化探知或

符码还原的文本可谓不计其数， 比如大卫·波德维尔和克里斯汀·汤普森在 《世界电影史 （第一版） 》
（１９９４） 就写到小津对日常生活观察的敏锐； 英国学者汤姆·夏利蒂 （ Ｔｏｍ Ｃｈａｒｉｔｙ） 在 《改变电影的电

影人》 一书中对于小津 “追求情绪和意境， 强调色调、 意义的细微差别， 描绘一幅幅混合着惆怅、 遗

憾、 讽刺、 诙谐的悲喜画卷” 的这种精髓予以 “显形”；［６］约翰·贝拉 （ Ｊｏｈｎ Ｂｅｒｒａ） 主编的 《世界电影

指南： 日本》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ｎｅｍａ： Ｊａｐａｎ） 对小津的赞誉等。 其中， 在众多的文本之中， 德勒兹

的 《时间—影像》 一书， 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电影影像内蕴的时间性， 其中对小津电影的评价， 也成

为该著作的一个亮点。 可以说， 德勒兹重新 “发现” 了日本电影导演小津， 甚至称其为 “视觉符号和

听觉符号的发明者” ［７］ 。
（一） 沉积时间

在综述了小津电影中的基本技法 （如固定的摄像机位） 和题材———如发现 “ （小津） 的作品借用游

荡的 （叙事诗） 形式， 如火车旅行、 打的、 乘公共汽车郊游、 骑自行车或远足、 祖父母往返于外省和

东京之间、 母女俩一起度过的最后假期、 老人出门……” ———之后， 德勒兹一言以概之： 小津看中的

是 “沉积时间”。［７］（２１）

谈论时间———正是谈论小津安二郎不能回避的路径， 必须指出的是， 电影的时空和题材选择与工业

条件的限制均有关联 （试想 ５０ 年前的那些科幻电影中很少有今天的腾云驾雾和时空转换的快捷）。 小

津安二郎的履历也一样， 在小津早期的默片中， 基本上体现了一种克制而平易的喜剧风格； 小津对于

家庭题材的电影的慢慢沉浸， 并将家庭亲情作为一种近似宗教式的伦理而再三讨论———几乎成为其一

生的主题， 是时间的作用； 小津的前期电影达到了日本默片时期的最高成就， 后期电影仍然以其一贯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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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格坚持了日本电影的传统风貌。 对于传统家庭结构的挽歌式咏唱， 以及对于生命的感叹成为小津

安二郎作品的主题。
小津最为后人乐道的作品是 《晚春》 （１９４９） 和 《东京物语》 （１９５３）， 其中的结构具有一脉相承

的东西， 那就是在小津的电影中， 开始意味着结尾。 德勒兹论述中的沉积时间， 并不是说镜头的固定

或者固化， 或者将时间真实地拖入静止之境， 而是说， 在电影的时间里， 事件型的动作基本没有发生。
而这种反事件型的时间处理， 与以三幕剧为标签的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时间处理， 刚好南辕北辙。 好莱

坞旨在让观众看到事件的开端和发展、 高潮， 看到转折意味的社会动荡和人性觉悟等动态的东西。 小

津则让观众看到一成未变的世界样貌。 德勒兹发现了小津这种 “沉寂时间” 里蕴含的东方美学和日本

电影表意的深邃意图。 这种沉积时间的处理， 也像北欧剧作家易卜生的剧作美学。 在易卜生 （Ｈｅｎｒｉｋ
Ｊｏｈａｎ Ｉｂｓｅｎ） 的剧作中， 主人公开始的动作， 就意味着事件已经结束。

这正是小津代表的文化语境即日本的语境， 与注重情节和动作的好莱坞文化语境即美国的语境具

有巨大差异的地方。 在好莱坞电影中， 基本上沿用了法国人乔治·普罗第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Ｐｏｌｔｉ） 的 ３６ 种戏剧

模式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ｔｙ－Ｓｉｘ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的大框架作为其编剧和创作的参照， 如探寻、 探险、 追逐、 解

救、 逃跑、 复仇依然是绝大多数好莱坞电影的故事模式。 这种模式要求故事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诗

学要求编写， 包括开端、 发展、 推进和高潮等环节， 其中包含着必需的两次突转， 这些要素不可或缺，
且必须环环相扣。 而在日本电影的百年历史中， 则大致表现出了对这种情节模式的持 “保留态度” 的

接受或者直接拒绝。 在佐藤忠男的 《日本电影史 （上） 》 中， 就对小津 “导演方法的个性化” 予以强

调， 比如 “演员们从台词的腔调、 语调直至台词的间隙等都受到了小津严密的指导…… （包括） 在哪

儿走三步停下， 用小匙在咖啡杯搅三圈半， 等等” ［８］ 。 可见小津安二郎对于电影时间 （美学） 的处理是

有着文化自觉的。 因此， 佐藤忠男理解的小津电影里的这种 “纹丝不动的整然秩序” ［８］（４０９） ， 与德勒兹

眼里的 “沉积时间”， 两者的观念基本吻合。
（二） 静物， 及其背后的东西

德勒兹发现， 小津安二郎电影中的静物有一种绵延性， “花瓶画面持续了十秒钟； 花瓶的这种绵

延， 严格地讲， 表现了经历一系列变化状态后的留存之物。 一辆自行车也可以有时间的延续， 它表现

运动之物的不变形式， 只要它是不动的、 静止的、 倚墙而立的 （ 《浮萍物语》 ） ” ［７］（２６） 。
德勒兹对小津电影中 “静物” 的再发现， 还包含着一种对等性的视野。 比如， 德勒兹发现 “在小

津的作品里， 没有非凡与平庸之分” ［７］（２１） ， 在小津 “空镜头或景物与纯粹意义上的静物之间， 存在许多

相似性” ［７］（２５） 。 当小津安二郎的摄像机被房间里的角落、 门廊下面或者大街上的一些不起眼的物体所吸

引， 观众得到的情感体验是拓展式的， 因为这种物体与小津整体的电影风格之间的平静沉思刚好吻合，
观众于是也顺势可以将情感与主人公所处的外部世界相关联， 产生 “通感” 一样的审美情趣。

这种 “旁骛” 或 “装置性” 的意象并置， 显然属于后现代美学观念下催生的事物， 要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才大量出现在美国。 那个时代的美国才有文学 （先锋、 反主流）、 绘画、 美术 （波普） 等领域慢慢

延伸到整个社会的审美主流姿态。 但如果借此将日本人理解为后现代美学的开创者， 则也是牵强的。
原因是日本人自古就有一种 “物哀” 的审美观。 德勒兹指出， 自行车、 花瓶、 静物是时间的纯粹的和

直接的影像。 每个影像都是时间， 都是在时间所变之物的这样或那样的条件下的时间。 时间即满， 就

是说充满变化的不可变形式。 时间是 “事件最准确的视觉储存” ［７］（２６） 。
正是天人合一的佛教哲学和思维方式， 使日本电影中物象和人性的平等性这种思维呈现方式得以

保留。 笔者认为， 这缘于东西方审美的差异性。 可以说， “物哀” 情结之于日本人早已经不是秘密。 美

国著名人类学家早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研究日本人特性时就发现， 其 “善于从天真的事物中取乐而闻名：
观赏樱花、 月亮、 菊花或新雪”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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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津安二郎和沟口健二①无疑开启了蔚为壮观的日本物语电影的先河。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９０ 年

代， 这种物语电影分别拥有诸多次级类型和题材的丰盛形态， 比如美食电影、 大自然电影、 海洋电影、
季节物语叙事电影在日本兴起， 凸显了一个性格鲜明的日本性。 在 １９８９ 年至 ２０１９ 年历经 ３０ 年的平成

年代电影中， 类似 《菊次郎的夏天》 《大阪物语》 《贝壳》 《下妻物语》 《海炭市叙景》 《蝉记》 《海街

日记》 等众多优秀物语类电影的萌生， 体现了日本民族独特的季节物语情怀。［１０］ 如 《情书》 《玩偶》
《我的男人》 中的冬天， 《河边的塑子》 《菊次郎的夏天》 中的夏天， 《入殓师》 中的冬天和春天， 《海
街日记》 中的春夏秋冬， 组成了独特的季节隐喻的物语符号。 正是物语本身 （如菊花与刀的隐喻一样）
构筑了影像中的日本性。

这种东西方的差异性， 也早被另一位西方导演安东尼奥尼捕捉到。 安东尼奥尼曾形容时间为 “事

件的视野”， 但又指出这个词对西方人有双重含义： 人的日常视野和不可企及的总在延伸的宇宙视野。
这就是西方电影中欧式人文主义与美式科幻片分歧所在。 安东尼奥尼认为日本人不同， 他们对科幻片

毫无兴趣， 连接宇宙与日常、 延续与变化的， 是同一视野、 同一时间， 如同变化物的不变形式。［７］（２７）

（三） 类型的延续

小津安二郎所孜孜以求的庶民剧如今在日本已演绎出了无数新的当代版本。 譬如， 我们依次排列

平成年代的 《电影旬报》 里十佳之首位的电影——— 《黑雨》 （今村昌平）、 《樱之园》 （中原俊）、 《儿
子》 （山田洋次）、 《五个相扑少年》 （周防正行）、 《月亮在哪里》 （崔洋一）、 《全身小说家》 （原一

男）、 《午后的遗书》 （新藤兼人）、 《谈谈情， 跳跳舞》 （周防正行）、 《鳗鱼》 （今村昌平）、 《花火》
（北野武）、 《春季来的人》 （相米慎二）、 《末路奇花》 （阪本顺治）、 《ＧＯ！ 大暴走》 （行定勋）、 《黄昏

清兵卫》 （山田洋次）、 《雾岛美丽的夏天》 （黑木和雄）、 《无人知晓》 （是枝裕和）、 《无敌青春》 （井
筒和幸）、 《扶桑花女孩》 （李相日）、 《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 （周防正行）、 《入殓师》 （泷田洋二郎）、
《亲爱的医生》 （西川美和）、 《恶人》 （李相日）、 《一封明信片》 （新藤兼人）、 《家族的国度》 （梁英

姬）、 《去见小洋葱的母亲》 （森崎东）、 《只在那里发光》 《恋人们》 （桥口亮辅）、 《在这世界的角落》
（片渊须直）、 《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 （石井裕也）、 《小偷家族》 （是枝裕和）。 可以发现， 其中

大多数为庶民剧 （或者它的变体伦理剧）， 而科幻电影诸如 《新哥拉斯》 这样的鸿篇巨制也只在 ２０１６
年第 ９０ 届 《电影旬报》 的评比中被列至年度第二， 不敌当年的一部反战题材的动画片 《在这世界的角

落》。 这里面蕴含着一个朴素的道理： 日本主流电影人和观众的审美口味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巴赞所谓的

“开放的现实主义” 的审美情结里面， 它包含着暧昧性、 敞开以及这种结构所必须附带的救赎、 治愈、
和解、 宽容等时代性主题。 而日本社会的高度现代性， 日本社会在全球化时代遭遇的 “失去的二十

年” ［１１］的危机及类似 ２０１１ 年 “３􀆰 １１” 地震带来的巨大自然灾难， 与日本人行为方式的高度自治性之

间， 存在着一种叫做日本性的 “物质和精神的混合物”。

三、 小津电影中的集体性符码

（一） “反电影” 美学

在 《时间—影像》 中， 德勒兹没有点明的地方， 是小津电影中的 “反电影” 倾向。 相对于西方理

论家的关注点， 日本本土的电影评论家则关注小津电影技法与好莱坞技法的截然不同。 小津安二郎电

影最有权威的研究者———也是小津一生的朋友吉田喜重认为， 小津在 《东京物语》 中揭示了家庭的崩

溃———这是日本进入现代性社会的一种必然， 也可以称之为新的日本性。 在谈及小津的独特场面调度

之技术时， 吉田喜重一语成谶： “小津拍摄了没有戏剧性冲突的家庭剧……他让相反的事物存于故事之

４５

① 沟口健二代表作有 《雨月物语》 （１９５３）、 《近松物语》 （１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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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并认为家庭成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家庭一员才是家庭最自然的形态。” ［１］（９８－９９） 这种违反好莱坞统一

体制的做法， 被吉田喜重标签为小津式的 “反电影” 美学。
小津的电影创作者品格正是通过瓦解对立的概念以及推崇一种所谓 “反电影” 的美学表达而达到

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笔者这里用 “所谓” 的字样， 是因为对小津的这个不太恰当的标签正是二战之后

日本屈从于美国式价值标准下对自我奉行一种 “屈尊之道” 继而造就的话语形式。 一方面， 这说明同

为导演的吉田喜重在评述小津安二郎电影时颇为谦虚， 以西方为正宗； 另一方面， 也说明小津安二郎

的电影美学， 在其代表作 《东京物语》 出品的 １９５３ 年， 确实于叙事电影的语境里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美

学颠覆行为。
纵观日本当代电影史， 这种小津式的综合技术遗产， 到了市川准、 新藤兼人、 山田洋次、 是枝裕和

那儿， 成为了一种自觉的美学传承。 具体而言， 小津的影像美学遗产包括： （１） 插入和并置场景中蕴

含的银幕诗学。 在小津的影响下， 日本当代现实主义风格的影片中， 不经意地插入幻想和仪式感极为

强烈的表现性镜头， 成为一种惯例。 如市准川的 《东京兄妹》， 抓取东京颇具古风的城市之角， 用宛如

小津作品般沉稳的影像呈现了出来。［１２］其后来拍的 《常磐庄的青春》 《东京夜曲》 《大阪物语》 也总能

在描写市井日常生活的微妙之处， 形成影像诗一般韵味悠长的风格。 新藤兼人的 《一封明信片》 不断

在现实和幻觉之间硬切或在生活场景和能剧表演场景之间并置， 体现一种杂糅性。 （２） 摄像机如何运

动和布局， 可以直接 “叙事”。 比如是枝裕和在其影片中时常采用沉稳的摄像机和节制的运动， 类似格

式塔心理学所揭示的， 影像背后呈现的是对日本社会静观的哲学体验。 其镜头的沉稳， 可以喻示 “救

赎” “死亡” 等主题的凝重， 而其屏息静观才能感知的如水面上浮动的摄影机， 可以人格化地解读为对

被摄对象的 “尊重”。 这些电影中的影像也潜藏并折射出导演的人格行为。 无论是 《海街日记》
（２０１５）， 还是 《小偷家族》 （２０１８）， 均蕴含着一种对日本人 “失去的二十年” 的集体性符码的还原。
（３） 庶民剧的主题一以贯之， 比如山田洋次的 《东京家族》 （２０１３） 可以重新诠释小津安二郎 １９５３ 年

在 《东京物语》 中的现代性家庭危机的主题。
（二） 日本性的符码

小津安二郎电影中的影像， 体现了一种对时间的占有， 这种占有也是日本式的。 如德勒兹所言， 小

津的电影影像通过 “静止”， 似乎悟透了东方哲学的 “静中体察万物本质”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万物平等” 的这种混沌性意蕴。 德勒兹在分析 《晚春》 时注意到 “……花瓶分隔姑娘的苦笑和泪涌。
这里表现命运、 变化、 过程。 但所变之物的形式没有变， 没有动， 这就是时间” ［７］（２６） 。

小津安二郎创造了一种电影语言， 这种语言是小津自己的， 也是属于日本的， 更是属于世界的。 如

今的人们感知小津电影中的慢， 还可以在慢电影的美学趋势中寻找它的延续的叙事模式， 以及所谓慢

电影的几个矢量： 速度、 频率和方向。 到了 ２００３ 年， 法国电影评论家米歇尔·西门 （Ｍｉｃｈｅｌ Ｓｉｍｏｎ） 在

今天的缓慢电影序列里， 发现了一个群体， 继而他命名了 “缓慢电影”。［１３］ 事实上， 小津的 “沉积时

间” 电影就是缓慢电影的鼻祖。 米歇尔·西门正是从贝拉·塔尔 （Ｂéｌａ Ｔａｒｒ） 、 拉夫·迪亚兹 （ Ｌａｖ Ｄｉ⁃
ａｚ）、 卡洛斯·雷加达斯 （Ｃａｒｌｏｓ Ｒｅｙｇａｄａｓ）、 蔡明亮、 利桑德罗·阿隆索 （Ｌｉｓａｎｄｒｏ Ａｌｏｎｓｏ） 和阿巴斯·
基亚罗斯塔米 （Ａｂｂａｓ Ｋｉａｒｏｓｔａｍｉ） 等上述迥异于好莱坞的电影导演的文本中， 嗅出了一种独特的美学，
从而创造了 “慢电影” 这一词汇。 所谓 “慢电影”， 是指这些导演的作品中蕴含着共同的 “以循序渐

进的节奏、 极简主义的场面调度、 简洁晦涩的叙事为主要特征， 坚持以长镜头作为自我反思的修辞手

段” ［１３］（２７） 。 这等于证实了 “时空组合模式中的矢量———速度、 方向亦能对产生新的银幕诗学具有重要

的决定作用” 的道理， 等于侧面证实了诺埃尔·伯奇提出的电影时空模式的有效性。 诺埃尔·伯奇没

有做的是， 如果在其提出的 １５ 种时空模式中， 再加入矢量因素， 则更能把握时间之慢或时间之快的

“循序渐进” “并行不悖” “杂乱无章” 等不同的美学可能性， 从而让时空模式的次级分类成为电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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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手段。
从沉积时间到缓慢电影， 实际上小津安二郎电影中这动态之物和静态之物之间是呈现一种 “物”

和 “人” 平等的关系。 例如， 《东京物语》 里周吉夫妻在东京由儿媳妇陪同登上高处俯瞰东京城市的那

个 “匿名” 的城市镜头， 以及夫妻两人在廉价的温泉旅馆过夜在第二天清晨所表现的清亮明媚的晨光

和海边景致， 传递出再没有如此的美景让在世的人体验之意义。 小津电影的 “慢” 借助上帝视角而呈

现的 “反电影” 要素， 是一种让观众有时间去回味这些 “物我一体” 世界的情感之媒介。 小津安二郎

是想让影像本身的美救赎日益分裂的现代化的外部世界， 这种努力与康德融合先验论和经验论的做法

也很相似。 可以说， 小津安二郎电影里的这种美， 正是康德所谓的美之纯粹境界——— “无目的之有目

的性”。 小津安二郎正是通过瓦解对立的概念及推崇一种所谓 “反电影” 的美学表达， 让不可能的影像

综合在一起， 达到 “天人合一” 的境界。

四、 结 　 　 语

本文通过三个版块———简史： 绘制电影时空表意图谱、 小津电影中的中间层面的诗学和小津电影中

的集体性符码， 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能彰显电影叙事特征的维度， 重新思考小津安二郎电影的诗学。
如今人们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或种族、 民族平等的眼光去看待小津安二郎电影的风格， 可以更为深刻地

认识到， 小津安二郎电影之所以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导演的叙事， 是因为小津影像中的时空编码方式非

常独特， 也即将与故事无关的桥段和影像插入电影中， 形成独特的物语和人性交织的美学体验。 因此，
对于小津安二郎留给世人的这些影像， 与其称之为情节、 事件， 不如称之为均衡的、 包含人和大自然

万物的 “剧情元素” 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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